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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change from selling products to selling services. It will be affected by organizational and personal factors. Based on the data of 301 survey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d validated a cross level mediated moderation model of employee feedback seeking behavior，ambidexterity innovation，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and inertia，organization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organizational justice，and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feedback seeking behavior positively affected manufacturing servitization and this relationship was partially mediated by ambidexterity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and inertia，organization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ganizational justice have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gulatory effect. The research ha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who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to use feedback seeking behavior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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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制造生产和销售方式渐渐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尝试提供多种高端服务，创新商业模式以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服务和制造高度融合形成了新的制造模式。我国制造业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最快的区域，是我国不可忽视的经济基础。随着劳动力、能源等紧缺，单单依靠低成本生产制造已经无法带来持续性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创新对制造业服务化进程的作用吸引了大量学者的注意，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价值。服务化的概念最早由Vandermerwe和Rada[1]提出，服务化就是制造业企业的角色的转变，由单纯的物品提供者向物品加服务提供者转变。Tim Baines等[2]认为服务化是一种组织能力的创新，是从销售产品向提供“产品-服务整合方案”的价值传递过程。
在服务化转型升级过程中，有些制造企业取得了成功并且带动了市场的发展，例如陕鼓集团创新商业模式，由单一的卖产品转变为向客户卖服务，摈弃了低产值部分，实现了从生产型制造企业到生产服务型企业的转变。学者研究显示这些组织能够成功转型取决于企业同时追求探索式创新（产生新知识、技术和能力）和开发式创新（拓展已有知识、技术）的能力[3-4]。探索和开发式创新因为不同的特点会争夺组织稀缺的资源例如管理资源、人力资源等，因此如何平衡探索和开发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Gibson[5]研究中提出双元包括一致性和适应性：实现共同目标，重新配置组织资源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即使了解了双元创新的重要性，但是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开展双元创新活动，可见了解驱动双元的前置因素的必要性。文献回顾发现组织双元创新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层面影响因素，例如关系质量、创新文化、组织学习等，对个体层面影响因素较少涉及，因此从员工个体层面出发研究组织双元创新有助于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升级。事实上，组织双元创新实质是员工个体特征和组织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员工反馈寻求作为重要的个体角色行为，是组织中的个体为提升自身绩效、明确定位而向组织内外部寻求有价值信息的主动性行为[6]。已有研究发现组织中员工反馈寻求对个体和组织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尤其能提升员工的创造力[7]，使得组织的创新绩效大幅提高。另外组织集中度与正式化能够影响双元中探索和开发之间的平衡，反馈寻求行为对双元创新的影响效能实现需要组织惯性的加入[8]，而组织公平感间接或者直接作用于双元创新[9]，对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影响。
针对这些研究缺口，本文引入双元创新的概念，并探讨其在反馈寻求和制造业服务化间的中介传导机制，并加入组织整合惯性、组织结构特性、组织公平感等三个调节变量。考虑到反馈寻求属于个体层次变量，而组织整合惯性、组织结构特性、组织公平感、双元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则属于组织或公司层次变量。因此，本文通过构建跨层次模型，以个体和组织交互层面研究反馈寻求和制造业服务化之间的机理，旨在为企业如何从员工层面采取措施促进服务化进程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1  理论与假设
1.1 双元创新
双元创新实质是指企业同时追求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3-4]。探索式创新即突破式创新是颠覆了现有的能力和知识储备，以多样化的知识为基础进入全新的领域[10]，发现和尝试新事物、新知识，能够实现组织战略性的长期发展[11]，从而增强了企业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不同的需求。开发式创新又称渐进式创新，是对目前拥有的技术进行整合，完善企业现有的产品、流程工艺等，能够实现组织的稳健发展[12]，满足客户的现有需求。
企业要获得可持续的成功就必须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同时为未来发展做准备，比如协调好探索和利用两种活动。双元创新型组织通过资源在不同创新活动之间的共享，既发挥每种创新的个体优势，又通过强化互补性来实现整体优势[13]。因此，本研究认为，需要进一步理清个体层面变量员工反馈寻求对双元创新，以及以双元创新为中介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1.2  反馈寻求对双元创新跨层次的影响
随着市场环境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强，创新行为越来越受到重视。瞬息万变的工作环境要求员工发散思维，多角度思考，提供更多的创意。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员工可通过观察、监测周围人比如上级、同事等的创新来学习如何在思维与实践上展现出更多创造性[14]。Stobbeleir等[15]通过实证指出问询式反馈寻求会显著正向影响组织的创新水平。
反馈作为个体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换的主要途径，是组织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激励工具，会显著影响组织的创新绩效[16]。当员工更多地关注他人的想法与要求上时，将有可能产生更多具有创新性、实用性的想法[17]，增加员工对创新活动的参与程度，促进组织探索式创新的发展。员工之间交流和共享信息，也能够促进知识内部化，使得企业进行更高层次的双元创新[18]。Li等[19]研究发现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能够对企业开发式和探索式创新之间进行协调。同时，反馈寻求能聚焦于顾客潜在或隐含需求，使得企业更好地利用资源并进行双元创新[20]。而组织双元创新的根源在于组织的两种创新能力，也是组织的创新能力的体现，归根结底也是人的创新。王石磊[21]认为员工的创新行为是社会交互的结果，交互对象就是反馈源的相互作用。当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一致时会最大限度利用反馈信息获取多元化的学习和进步，显著地提高个人创新绩效。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反馈寻求能够跨层次积极影响双元创新。
1. 3  双元创新在反馈寻求和制造业服务化之间的跨层次中介作用
基于前述关于反馈寻求与双元创新的关系分析，反馈寻求为创新内部探索和开发化解矛盾和协调发展提供了辩证思维基础。而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关键在于企业资源的分配和平衡。反馈寻求能聚焦于顾客潜在需求，使企业服务价值增值，从而克服服务化转型中的文化、结构等方面的阻力。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证实，积极的反馈行为使处于转型的制造业企业有良好的文化、人际氛围，从而促进企业制造业服务化战略的完成[6]。
在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过程中，由于制造资源与服务资源本身特性的不同，会遇到各种问题，例如服务化创新过程中难以有效融合制造资源与服务资源，而导致资源重复，创新范畴重叠，资源无法有效支撑创新。而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所构成的双元模式能够有效地帮助企业平衡短期生存所需的利润和长期发展所需的竞争优势之间的矛盾，实现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22]。Cohen等[23]在论述组织创新促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中表明组织创新能驱动制造企业对资源和要素进行整合及资源利用最大化，提升企业价值，从而实现向服务业转型。积极的反馈寻求行为对员工之间信息交流共享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适度的交流沟通则为组织双元创新提供更多的资源支撑。在这种动态环境下，促使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大力开展探索式和开发式创新从而持续创造价值和获取资源[24]。
结合假设1，提出假设：
假设2：双元创新在反馈寻求与制造业服务化之间起着跨层次中介作用。
1. 4  组织整合惯性的调节作用
上世纪60年代，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企业中普遍存在着惯性。简兆权等[25]研究表明惯性是企业遵循已建立的行为模式。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组织惯性与组织僵化相类似，具有抵制变革，保持自身稳定的特有属性，容易导致组织封闭，是组织失败的直接诱因[26]，抑制创新绩效。组织整合是指组织双方为了获得合作而进行组织间协调，促进组织间分享信息、机会以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27]。
鉴于两个变量实质都是对企业资源进行协调，本文将组织惯性和组织整合两个相对抗的变量合成一个变量即组织整合惯性，研究组织在进行资源整合和协调中与组织自身的惯性属性相对抗所表现出的状态。
在当今激烈市场环境中，企业单单拥有各种资源并不足以创造价值，只有通过开发和整合各种资源，才能提升企业绩效[28]，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对于制造企业来说良好的整合能力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节省成本，通过不断创新扩大制造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组织惯性常常会使企业丧失随环境变化而创新的机会，员工不愿变通，从而放弃学习新知识、技术的机会，阻碍创新，对企业的生存发展也有抑制作用。但是惯性的存在提升了组织之间稳定的关系，保障了组织及个人的利用性学习，而知识的整合行为促进组织员工之间的良好交流氛围，员工的反馈更容易得到回应，有利于组织及个人进行探索性学习，获取更多的前沿知识进行创新。最后，组织整合惯性有助于组织与环境匹配相适应的行为模式，通过惯性属性保障组织的资源基础，获取一定的知识和技术，配合组织的资源整合能力不断改进，最终满足双元创新对不同知识的需要，进而促进企业的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a：组织整合惯性正向调节员工反馈寻求行为和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即当组织整合惯性高时，员工反馈寻求和双元创新之间的积极关系更加明显。
假设3b：组织整合惯性正向调节双元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之间的关系，即当组织整合惯性高时，双元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之间的积极关系更加明显。
1. 5  组织公平感和组织结构特性的调节作用
反馈寻求作为个体层次变量对组织层面双元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变量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关系受到组织结构特性的影响。组织结构是描述组织关于工作流程、权力分配、协调计划和决策等关系的复杂的框架体系，对企业的整体行为和个体环境有影响[29]。组织理论研究认为组织结构具有多维度特性，一般研究较多的是集权化（集中度）、正式化。集中度主要指组织的权力集中程度，正式化主要指组织内标准化的程度。本研究结合Jansen等[30]的研究，将组织集中度和组织正式化作为描述组织结构的两个关键特性。根据柔性理论，一般认为组织结构分为机械式和有机式组织结构。通常组织集中度越高、组织正式化程度越高，组织的机械化程度就越高 [31]。机械式的组织结构沟通交流较弱，信息传递迟缓，对创新活动都有负面的影响[32]。组织实行集权化，员工在思想和行动上需要听从上级指挥，缩小了成员相互间和企业内外部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员工的反馈行为得不到回应，组织探索性学习减少。Cross[33]指出了在个人制度化学习过程中组织规则可能妨碍了组织的学习和知识的创新，因此组织正式化程度高往往会阻碍创新行为。
在组织环境中，员工的反馈寻求会营造出一种自由和开放的环境氛围，帮助激发员工的创新思维，这点对于习惯封闭组织内外部的沟通边界的高集中度和正式化的组织及成员来说会让其感到不适应。所以反馈寻求行为对双元创新的积极作用对于低集中度和正式化的组织的效果比对高集中度和正式化的组织的效果更好。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4a：组织结构特性负向调节反馈寻求与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即对低组织结构特性（低集中度和正式化），反馈寻求与双元创新之间的积极关系更明显。
结合假设2和假设4a，组织结构特性的调节是被中介的调节效应。首先，高组织结构特性（高集中度和正式化）会造成组织内员工之间的沟通不畅，上级无法实现对员工的回馈和激励，长此以往，员工懈怠，难以获得创新思维，对组织双元创新的影响也会减弱。反之，当组织结构特性（集中度和正式化）较低时，组织上下级间权利相对分散，员工和领导平等相处，促进员工进行多元化思考，对员工产生较大的积极作用，员工反馈寻求对组织双元创新的影响增强。其次，创新是实现制造业服务化的重要机制，实证研究表明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均有助于制造业服务化战略的完成，即高双元创新能促进制造业服务化。故提出假设：
假设4b：反馈寻求与组织结构特性的交互作用以双元创新为中介，影响制造业服务化。
以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看，组织公平感是指一种主观感受，是人们在组织生活工作过程中对组织制度、政策的公正感知。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互惠互利原则，组织公平的感知会让员工更愿意通过角色外行为如创新行为来进行回报。刘小禹[34]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公平对员工创新行为会产生影响。Janssen[9]的研究认为当个体感到收获公平时，会增加创新行为来回报组织。
当组织拥有高双元创新能力时，企业制造资源和服务资源更容易进行配置，促使制造业企业向服务化转型；相反，对于低公平感的组织，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组织成员因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而无心工作，不能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进而影响企业利益，最终企业资源无法有效支撑转型，所以即使组织拥有较高的双元创新能力，企业也不能很好的实现服务化转型。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5a：组织公平感正向调节双元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之间的关系，即当组织公平感较高时，双元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的正向关系更显著。
假设2和假设5a共同构成了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即双元创新传导了反馈寻求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但中介作用的大小依赖于组织公平感的水平。也就是说，当组织公平感较高时，双元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的关系就越强，通过双元创新传导的反馈寻求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则减弱。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5b：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是通过组织公平感的正向调节作用发生的，即当组织公平感较高时，双元创新在反馈寻求和制造业服务化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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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图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由于反馈寻求，双元创新，制造业服务化等数据无法从公司公开资料中获取，本文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且问卷对象主要是具有一定创新倾向的制造业企业。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有效，本研究在发放问卷时严格控制问卷的发放对象、发放渠道等，尽可能排除干扰因素影响。在此基础上发放的总问卷数为350份，回收320份（回收率91.43%），有效问卷301份（有效率为94.06%）。从企业性质来看，被访企业以民营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为主，占比76%。企业规模即员工人数在1 000人以内的占比91%，表明调查的企业样本大多数属于中小型企业。
2. 2  研究量表
（1）反馈寻求。借鉴Ashford等[35]编制的量表，共用5个题项来测度。代表项目如“为了了解我的工作表现，我会主动地向客户、同事和上级询问信息”。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94。
（2）双元创新。根据He和Wong等[36]学者对双元创新测量量表的设计，经修改后对双元创新共用7个题项来测度。其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4。
（3）组织整合惯性。组织整合惯性综合刘敏[37]、吴家喜[38]等设计的量表，经修改后对组织整合和组织惯性共20个题项来测度。对其进行EFA分析，按特征值大于1和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到单因子（占总方差解释的81.891%），且两个指标高度相关，将其整合为单一变量为组织整合惯性，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8。
（4）组织结构特性。组织结构特性借鉴了Jaworski和Kohli[39]、Jansen和Van den Bosch等[40]的研究，经修改后对组织集中度和组织正式化共9个题项进行测度。同样对其进行EFA分析，提取到单因子（占总方差解释的83.335%），且两个指标高度相关，将其整合为单一变量即组织结构特性，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5。
（5）组织公平感。沿用刘亚等[41]等设计的量表，共用17个题项来测度。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9。
（6）制造业服务化。根据刘继国[42]学者对制造业服务化的研究，分为服务化战略和服务化导向两个维度，设计了11个题项。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9。
以上题项均采用likert5点计分，1表示“不同意”，5表示“同意”。同时考虑到企业所有制和企业规模对制造业服务化和双元创新等产生较大影响的，选取上述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以控制。
3  研究结果
3.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本文对原数据进行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取向适当性KMO=0.932，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值为16 583.835，p<0.001，达到了6因素独立分布的标准。另外Harman单因素检验显示第一因子的方差解释量为34.73%，说明无法析出一个公共因子来解释大部分变异。进一步证实了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不严重。用Amos21.0对数据做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以原6变量组成的6维因子模型相较其他替代模型，各项指标拟合度相对最好（χ2/df =2.332，CFI=0.964，IFI=0.919，RMSEA
=0.046，p<0.001）。根据Bentler等[43]学者的研究，当包含的变量较多时，该拟合度是可以接受的。
3.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结果见表1。反馈寻求（r=0.396，p<0.01）和双元创新（r=0.469，p<0.01）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关系都是显著的，双元创新和反馈寻求显著正相关（r=0.358，p<0.01）。所得结果和假设相符。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企业所有制
	
	2.746
	0.816
	1
	
	
	
	
	
	
	

	企业规模
	
	3.338
	1.507
	0.224
	1
	
	
	
	
	
	

	个体层面
	反馈寻求
	3.477
	1.13
	-0.052**
	0.118**
	1
	
	
	
	
	

	组织层面
	双元创新
	3.645
	0.916
	-0.039*
	0.174**
	0.358**
	1
	
	
	
	

	
	组织整合惯性
	3.590
	0.709
	0.033**
	0.030**
	0.355**
	0.411**
	1
	
	
	

	
	组织结构特性
	3.575
	0.854
	-0.082**
	0.203**
	0.356**
	0.399**
	0.420**
	1
	
	

	
	组织公平感
	3.552
	0.774
	-0.066**
	0.227**
	0.409**
	0.474**
	0.415**
	0.430**
	1
	

	
	制造业服务化
	3.635
	0.862
	-0.048*
	0.247**
	0.396**
	0.469**
	0.466**
	0.538**
	0.414**
	1


注: **表示显著性水平p<0.01，*表示p<0.05，N=301。
3.3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Cronbach'sα系数与题项-总体相关系数（CITC）进行信度检验。本研究中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均大于0.7，且各题项-总体相关系数大于0.35，表明变量的测度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达到信度的要求。本研究在借鉴已有成熟量表和学者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形成调查问卷基本题项，并通过与学术界相关领域专家交流讨论形成终稿，且采用匿名填写的方式，因此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结合上文用Amos21.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6维因子模型的各项指标拟合度更优，说明调查问卷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3.4  分层回归假设检验
3.4.1  反馈寻求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机制
从表中的M5看出双元创新对反馈寻求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β=0.364，p<0.001），即假设1成立。最后将中介变量加入到以制造业服务化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M3表明反馈寻求（β=0.113，p<0.001）和双元创新（β=0.251，p<0.001）对于制造业服务化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且反馈寻求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减弱，说明双元创新在反馈寻求和制造业服务化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而假设2成立。
表2 中介作用
	变量
	制造业服务化
	双元创新

	
	M1
	M2
	M3
	M4
	M5

	企业所有制
	-0.154
	-0.050
	-0.025
	-0.143
	-0.037

	企业规模
	0.151
	0.032
	0.052
	0.178
	-0.036

	反馈寻求
	
	0.379***
	0.113***
	
	0.364***

	双元创新
	
	
	0.251***
	
	

	R2
	0.085
	0.387
	0.458
	0.051
	0.336

	ΔR2
	0.079
	0.382
	0.453
	0.044
	0.330

	F
	2.781***
	6.046***
	6.279***
	1.982***
	2.851***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N=301。
3.4.2  组织整合惯性的调节作用
根据罗胜强等[44]的研究，将双元创新、反馈寻求、组织整合惯性以及组织整合惯性和反馈寻求相乘得到的交互作用项加入回归模型。表3中M4结果显示交互项显著（β=0.403，p＜0.01），方差解释力R²从0.274上升到0.286，因此调节效应是存在的，组织整合惯性正向调节反馈寻求与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假设3a成立。
同理，将组织整合惯性和双元创新的交互作用项加入回归模型，看交互作用项的系数是否显著。表3结果显示M8交互项系数不显著（β=-0.142<0，p>0.05），因此组织整合惯性没有正向调节双元创新与制造业服务化之间的关系，假设3b不成立。



表3 组织整合惯性的调节效应
	变量
	双元创新
	制造业服务化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企业所有制
	-0.143
	-0.037
	0.320
	0.030
	-0.154
	-0.047
	0.014
	0.008

	企业规模
	0.178
	-0.036
	-0.054
	-0.060
	0.151
	0.119
	0.069
	0.058

	反馈寻求
	
	0.364***
	0.253***
	0.560***
	
	
	
	

	双元创新
	
	
	
	
	
	0.342***
	0.252***
	0.392***

	组织整合惯性
	
	
	0.300***
	0.474***
	
	
	0.232***
	0.508***

	交互项1
	
	
	
	0.403**
	
	
	
	

	交互项2
	
	
	
	
	
	
	
	-0.142

	R2
	0.051
	0.336
	0.274
	0.286
	0.085
	0.407
	0.493
	0.511

	ΔR2
	0.044
	0.330
	0.268
	0.279
	0.079
	0.403
	0.489
	0.506

	F
	1.982***
	2.851***
	8.703***
	3.488***
	2.781***
	4.896***
	7.189***
	5.277***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N=301。
根据Aiken等 [45]学者的方法，按照调节变量的值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为基准，将数据分成两组，然后绘制不同水平上做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分析。
[image: ]图2显示了组织整合惯性对反馈寻求和双元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图。由图可知，不管组织整合惯性有多大，对于高组织整合惯性，反馈寻求对双元创新的积极作用更强，反之，则减弱。
图2 组织整合惯性调节效应图
3.4.3  组织结构特性的调节作用
该模型中组织结构特性的调节作用是通过双元创新发生的，即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根据温忠麟等 [46]学者研究做制造业服务化对反馈寻求、组织结构特性、交互作用项和双元创新的回归，看中介变量双元创新的系数是否显著。若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则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完全通过中介变量而起作用。表4中M4结果说明组织结构特性对主效应调节作用显著，交互作用项（反馈寻求×组织结构特性）系数显著（β=-0.484，p<0.01）。因此假设4a得到验证。M2结果表明交互作用项对双元创新的影响显著（β=-0.265，p<0.001）。最后将反馈寻求、组织结构特性、交互作用项和双元创新依次加入到以制造业服务化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M5显示交互作用项（β=-0.178，p<0.05）和双元创新（β=0.181，p<0.001）的回归系数显著。所以假设4b得到验证，组织结构特性的调节效应部分通过双元创新发生。
表4 组织结构特性的调节效应
	变量
	双元创新
	制造业服务化

	
	M1
	M2
	M3
	M4
	M5

	企业所有制
	-0.143
	-0.037
	-0.154
	-0.008
	-0.006

	企业规模
	0.178
	-0.036
	0.151
	0.031
	0.046

	反馈寻求
	
	0.112***
	
	0.493***
	0.207**

	组织结构特性
	
	0.576***
	
	0.525***
	0.253***

	交互作用项
	
	-0.265***
	
	-0.484**
	-0.178*

	双元创新
	
	
	
	
	0.181***

	R2
	0.051
	0.381
	0.085
	0.442
	0.507

	ΔR2
	0.044
	0.374
	0.079
	0.439
	0.500

	F
	1.982***
	5.805***
	2.781***
	7.028***
	4.43***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N=301。
[image: ]图3显示了组织结构特性在反馈寻求和双元创新关系的负向调节效应图。对于低组织结构特性，反馈寻求对双元创新的积极作用更强，反之则减弱
图3 组织结构特性调节效应图
3.4.4  组织公平感的调节作用
该模型中组织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是发生在中介作用之后的，即中介作用是通过双元创新为调节发生的。表5中M2结果说明反馈寻求的系数是显著的（β=0.196，p<0.001）。M6的反馈寻求的系数也是显著的（β=0.233，p<0.001），M3结果说明双元创新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β=0.264，p<0.001），再次证明中介作用是显著的。最后M4结果显示交互项的系数是显著的（β=0.202，p<0.001），即组织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假设5a和5b得到了验证。




表5 组织公平感的调节效应
	变量
	制造业服务化
	双元创新

	
	M1
	M2
	M3
	M4
	M5
	M6

	企业所有制
	-0.154
	-0.003
	-0.004
	0.001
	-0.143
	0.000

	企业规模
	0.151
	0.028
	0.038
	0.031
	0.178
	-0.040

	反馈寻求
	
	0.196***
	0.134**
	0.146**
	
	0.233***

	组织公平感
	
	0.693***
	0.130***
	0.107***
	
	0.218***

	双元创新
	
	
	0.264***
	0.245***
	
	

	交互作用项
	
	
	
	0.202***
	
	

	R2
	0.085
	0.431
	0.450
	0.466
	0.051
	0.325

	ΔR2
	0.079
	0.420
	0.446
	0.461
	0.044
	0.319

	F
	2.781***
	7.013***
	5.157***
	4.284***
	1.982***
	3.103***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N=301。
[image: ]图4显示了组织公平感在反馈寻求和双元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效应图。只有在较高组织公平感下，制造业服务化随着双元创新水平的增高而增高，充分说明了组织公平感的正向调节效应。
图4 组织公平感调节效应图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再次探讨了员工反馈寻求行为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机制，研究了双元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组织整合惯性、组织公平感和组织结构特性的调节作用。研究样本来自301份问卷，得到了以下结论：（1）员工反馈寻求行为对组织层面组织双元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得到了验证，即员工反馈寻求行为部分地通过组织双元创新对制造业服务化产生影响。（3）组织整合惯性正向调节员工反馈寻求行为和双元创新的关系，对双元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之间的关系并无正向调节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组织整合惯性在员工反馈寻求行为和双元创新的关系中整合作用较强，而在双元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中因为惯性的存在所以促进作用较弱，在实证中并未表现出来，或者组织整合惯性在对双元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关系中起着负向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惯性作用会造成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封闭顽固，使得组织不能很好的进行变革，无法适应外界的变化，导致服务化转型失败；（4）组织结构特性负向调节员工反馈寻求行为和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即当组织具有低集中度和正式化特性时，员工反馈寻求行为会对组织双元创新有影响。（5）组织公平感正向调节双元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之间的关系，即组织公平感越高，组织双元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之间的关系越强。
4. 1  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选取个人层面员工反馈寻求行为作为研究双元创新的前置变量。近年来对双元创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组织层面（内部因素）如何促进组织双元创新。本研究采用个人层面员工反馈寻求行为作为自变量，探讨其对组织层面双元创新和制造业服务化的作用机制，补充了反馈寻求的实证研究，推动了我国情境下员工反馈寻求行为的理论探索。相较于以往的研究，弥补了从个体层面视角研究双元创新的前置变量的空白，深化员工反馈寻求的作用机制，强调了双元创新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构建了员工反馈寻求行为、双元创新、制造业服务化、组织整合惯性、组织公平感和组织结构特性的跨层次调节模型。本研究通过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等，扩展了制造业服务化的研究局限，从社会认知理论角度研究双元创新对反馈寻求和制造业服务化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这不仅支持了以往反馈寻求能有效促进创新行为的结论，而且加深了对反馈寻求和双元创新关系的理解。
另外，论文将三个组织变量作为调节变量加入跨层次模型中，辨析三个变量对反馈寻求和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差异。对后续研究从关注领导转向员工和组织具有一定的启示。
4.2  实践意义
（1）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制造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如何促使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是管理者目前必须考虑的问题。员工反馈寻求可以通过双元创新影响制造业服务化。因此，组织管理者不仅需要重视员工反馈寻求行为，更要从员工个体需要出发，激发员工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增进交流，培养积极的学习和创新氛围，使企业成为创新管理和创新技术的摇篮，进而促进企业制造业服务化进程。
（2）组织管理者在实践中要关注组织中存在的整合惯性和组织公平感的作用。组织的整合惯性可以帮助组织内资源更好地协调及配置，使资源利用最大化，有效促进组织创新行为。高组织公平感可以为员工带来积极地工作状态，降低员工的不满意感，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员工感受到公平及需求被满足时会提高个人创新行为来回报组织。因此需要完善管理机制，营造公平的环境。
（3） 组织结构特性对员工反馈寻求行为和双元创新之间负向调节关系，说明并非在任何时候组织结构特性都是越高越好的。对于高组织结构特性中国组织，需要管理者通过包容性实践，降低高集中度和正式化，如尊重和平等对待每一位员工，将管理权力下放，使每一位员工积极地参与决策。
4.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1）本研究采用的问卷部分借鉴外国学者设计的问卷，直接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组织中，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2）在测量员工反馈寻求行为中，研究数据都为员工自评得出，因为个体会有放大自身行为的倾向，所以得出的数据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现场记录或多为上级评的方法测量反馈寻求。（3）对制造业服务化的测量上，测量的并不是制造业行业的服务化程度，而是企业之间的开展服务化程度，这是一种感知的判断，可能会对制造业服务化测量的客观性产生一定影响。（4）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比如服务业生产率、顾客的需求等，本研究都没有涉及，同理，仅研究了员工反馈寻求行为作为前置变量对双元创新的影响，对于其他积极行为（包容型领导）的作用仍有待探讨。未来研究可以探讨更多积极行为对双元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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